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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用地对城市圈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 ３２ 个研究单元生态
用地为对象，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索性回归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ＧＷＲ），首先利
用遥感影像解译成果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各个单元生态用地的时空
演变进行统计，然后利用公司企业、生活服务等点位及数量大数据完善传统影响因素指标体
系，并进行探索性回归分析，精选最优回归模型，最后基于 ＧＷＲ 模型对不同时期影响因素及
空间分异规律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城市圈内生态用地非生态转化呈现先升
后降的倒“Ｕ”形变化规律，空间上呈现由点到面的扩张趋势；城市圈内共有 ８．４％的土地利用
类型发生了转化，其中，耕地、林地、草地、水体和未利用地向非生态用地转型量占 ４１．９％；空
间格局由武汉中心城区逐渐向市级次中心、县级城镇周边扩展。 探索性回归分析 ３ 期的通过
模型数为 ３２６ 个，对所有模型进行 ＧＷＲ 和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回归比较分析，３ 期最优模
型的调整 Ｒ２分别为 ０．８３、０．９１ 和 ０．７６，前者较后者提高了 ０．０２、０．０３ 和 ０．０２，ＡＩＣｃ 值分别减小
２．８８、３．４２ 和 ０．８３。 ＧＷＲ 模型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内生态用地转化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明
显，影响模式在空间上以不同方向的逐渐过渡为主，兼有“Ｖ”形分布等其他模式。 空间因素
影响效果显著，空间数据潜在信息增强了城市圈内生态用地演化的解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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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ＬＵＣＣ）是土地变化科学

的关注焦点，在生态、社会和经济方面对区域以及全

球的影响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１］，作为土地利

用类型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用地是区域生态系统健

康和区域生态承载能力的重要保障与载体［２］。 生

态用地变化与 ＬＵＣＣ 紧密相关、交织作用，ＬＵＣＣ 改

变土地覆被状况的结果直接影响生态用地变化，而
生态用地内在因素驱动作用下的变化又反馈回

ＬＵＣＣ。 当前，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及其周边

的土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潜在影响区域的

生态与环境［３］。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城
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使具有独特生态价值的土地不断

遭到侵占［４］，现有生态用地的质量也急剧下降［５］，
如何实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业已成为当

前的热点问题［６］。 城市圈是我国城市快速化发展

的新特征［７］，城市圈内生态用地对于改善居民居住

环境质量［８］、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９］ 等具有正向作

用，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圈内生态用地的数

量、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

见》 ［１０］指出，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

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是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新趋

势，研究协调城市群内部土地均衡利用、达到自然生

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１１］，对城市圈内土地

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自董雅文等［１２］提出“生态用地”概念以来，我国

学者围绕生态用地分类、生态用地需求量测算与模

拟、生态用地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进行了深入研究，
相关学者从国家层面、区域尺度、城市视角对生态用

地类型进行细致划分［１３－１４］，有对理论内涵的深入探

讨，也有对具体区域的实证分析。 从生态用地识别

到生态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定量测算［１５－１６］、从过去数

据的演变分析到面向未来的规划模拟［１７－１８］，对生态

用地的认同感在不同层面上得以不断提升。 针对生

态用地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多借助各类转移概率矩

阵等对地类转化性质和转化数量进行定性定量分

析。 对生态用地演变驱动力研究，一般从自然、社会

和经济方面出发构建适宜的指标评价体系，随着研

究的深入，政策因素、主体因素（政府、企业等）等也

被引入综合指标体系。 研究方法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１９］、系统动力学［２０］、环境库兹涅兹曲线［２１］、生态

足迹模型［２２］、元胞自动机［２３］ 等为主，基于经典统计

的生态用地研究对生态用地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信

息考虑不足。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ＷＲ）自变量的回归参数随着空

间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反映了不同因子随着距离变

化对因变量作用程度有所不同，契合生态用地演变

驱动因素中诸如距离公路、城镇中心的距离等因子

的表达。 ＧＷＲ 已在影响因子空间分布相关研究中

广泛应用，但在生态用地驱动因素研究中尚不多见。
本研究从土地生态功能视角出发，采用 ４ 期遥

感影像解译的土地利用成果，将来源于公共地图服

务的 １４ 类空间要素点位和数量等大体量数据纳入

影响因素的 ＧＩＳ 基础数据库，采用探索性回归分析、
ＧＷＲ，分析武汉城市圈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用地的

演变规律和主导影响因素，以期为研究区生态用地

保护、生态服务价值提升、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优化

区内国土格局提供相关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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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武汉城市圈地处长江中游、湖北省东部，位于

２８°５０′—３１°５７′ Ｎ，１１２°２２′—１１６°２２′ Ｅ（图 １）。 城

市圈以武汉市为龙头，囊括了周边 １００ ｋｍ 以内的黄

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 ８ 个中

等城市，是中部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城市群。 区

内初步形成了“一核一带三区四轴”的城市化发展

框架和“一环两翼”的生态区域保护格局。 ２０１６ 年，
城市圈总面积 ５８０５２ ｋｍ２，占全省的 ３１．２％，常住人

口 ３１４４．８１ 万，占全省的 ５３．４％，ＧＤＰ 为 ２０１４７．７８ 亿

元，占全省的 ６２．４％。 武汉城市圈不仅是国家“十三

五”规划、长江经济带规划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等国家重大规划确定的重点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

的重要节点区域，也是湖北省产业和生产要素最密

集、最具活力的地区，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和国家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１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 ４ 期 ３０ ｍ×３０ ｍ 栅

格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以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ＯＬＩ 影像

为主要数据源，通过人工目视解译获得，来源于中国

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解译成果精度达到

９０％以上。 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按本研究生态用地分类标

准，对原数据进行分类合并处理。 电子地图兴趣点

（ＰＯＩ）等空间数据来源于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实地

调查测量等，统一采用 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ｙ＿１９４０＿Ａｌｂｅｒｓ 投影。
统计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２４］、《湖北统计年鉴》 ［２５］、《武汉城市圈年鉴》 ［２６］

及湖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ｈｂ．ｇｏｖ．
ｃｎ）等。 武汉城市圈生态用地 ３２ 个分析单元以县级

为主，部分区域有合并，将所有数据按各研究区建立

图 １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ｃ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对应记录，建成 ＧＩＳ 基础信息数据库。
１ ３　 生态用地界定

国外土地分类中没有将生态用地作为一项独立

类型提出，国内虽然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但还没有

达成统一认识。 由于研究的切入角度、分析尺度等

不同，致使现实中存在从土地覆被类型划分、从土地

利用程度划分，以及二者结合的综合划分 ３ 种主要

分类方式。 结合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能够提供重要

生态服务功能”为确定生态用地的基本准则［２７］，由
于耕地与生态环境背景（温度、湿润度、地形等）有

密切关系，耕地生态系统业已演变为具有高度耦合

性的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对区域生态贡献不

容忽视，而林地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等功能是区域生

态安全的天然保障，城市及其周边的草地生态系统、
水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休闲文化娱乐、改善人类生

活环境等服务功能是城市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长期未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土地被边

缘化为未利用地，然而，正是它们为部分珍稀动植物

提供了良好的生存之地，并使得自然生态系统能够

健康发展。 对城市圈而言，任何能够提供净化空气、
调节气温、吸尘杀菌、保持水土等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的地类都尤为重要。 根据已有研究，本研究将生态

用地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 ５ 个

二级地类，其他为非生态用地。
１ ４　 影响因素指标获取与处理

土地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经济建设

活动空间幅度变大与时域频率增强是其重要体现。
从土地利用变化内外驱动机制出发，学者们选择人

口、经济建设成效（如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二、三产

业相关数据）、自然区位（如交通条件、地形条件）等
经济建设活动相关指标，对二者关系进行定性定量

刻画与分析。 ＰＯＩ 数据位置和数量信息在空间分布

和密度频率上与区域土地利用、区域经济发展紧密

相关，对人地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２８］，已
在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识别、城市中心演变分析等方

面有诸多应用。 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受到自然、经济、
人口、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２９］。 在综合前

人研究成果（选择道路信息、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等相关指标）的基础上，补充各研究单元

中公司企业、旅游景点、休闲娱乐等 １４ 项空间分布

与数量指标，构建综合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建立研究区 ３２ 个研究单元对应的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库，其中包括 １６ 个属性指标（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城镇化率、地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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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速度、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 １４
个空间指标（道路密度、水域面积、餐饮、宾馆、金融

点、购物点、商务大厦、公司企业、地产小区、医疗服

务、汽车服务、休闲娱乐、旅游景点、村级行政区的数

量）。
１ ５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是马尔可夫模型在土地利用

变化方面的应用。 它对两个不同时期、同一空间位

置、不同地类的转换情况进行了转移方向和转移性

质的描述［３０］。
１ ６　 探索性回归分析

探索性回归是一种数据挖掘工具，当影响因素

较多时，通过设定评估指标阈值条件，用探索性回归

尝试影响因素的所有可能组合，辅助找到最佳模型。
本研究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依据已经建立的空间及属性系

列指标，并结合不同时期生态用地转化量，根据设置

的不同诊断条件，利用该工具依次找出所有正确指

定的普通最小二乘（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ＬＳ）模型。 在多次试验、专家咨询等基础上，诊断

条件中设定解释变量最小数量和最大数量分别为 ４
和 ６，可接受的最小调整 Ｒ２、最大 Ｐ 值系数临界值、
最大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临界值、可接受的最小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Ｐ 值和可接受的最小空间自相关 Ｐ 值分

别采用默认阈值 ０．５、０．０５、７．５、０．１ 和 ０．１。 对符合

以上条件的模型，ＡｒｃＧＩＳ 会对残差运行空间自相关

工具，空间自相关的 Ｍｏｒａｎ Ｉ 统计表达式如下［３１］：

Ｉ ＝ ｎ
Ｓ０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ωｉｊ·（ｘｉ － ｘ）（ｘ ｊ － ｘ）

∑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１）

Ｓ０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ωｉｊ （２）

式中： ｘｉ 和 ｘ ｊ 分别为要素 ｉ 和 ｊ 的属性值；ｘ 为 ｎ 个

样本属性的平均值；ωｉｊ是空间权重矩阵；Ｓ０ 是所有

空间权重的聚合。
空间自相关结果中，只有回归残差在空间上随

机分布的模型才是合格模型。 对正确指定的所有

ＯＬＳ 模型，结合 Ａｒｃｐｙ 和 Ｐｙｈｔｏｎ 筛选所有可能的

ＧＷＲ 模型，并结合解释变量意义与区域实际、ＯＬＳ
模型与对应 ＧＷＲ 模型逐一对比分析，最终再次确

定最优 ＧＷＲ 模型。

１ ７　 ＧＷＲ 模型和 ＯＬＳ 模型

ＯＬＳ 是全局线性回归模型，模型分析结果中各

类因子具有相同的系数。 生态用地转化同时受到至

城镇中心、公路、水域的距离等诸多环境因子影响。
这类因子对生态用地转化的影响在空间上具有高度

异质性，但各因子 ＯＬＳ 全局回归系数无法表示各因

子局部影响程度的差异，使得相关环境因子空间变

异信息对生态用地转化不同局部影响力不同的表达

受到了较大限制。 ＧＷＲ 是考虑变量空间异质性的

局性线性回归模型。 它将样点位置信息加入到了回

归参数之中，变量间关系可以随着空间位置的变化

而不同，对空间非平稳性进行了较好处理［３２］。 由于

ＧＷＲ 模型在诊断方面较弱，一般在 ＧＷＲ 分析前需

进行 ＯＬＳ 回归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ＧＷＲ 和 ＯＬＳ
回归表达式分别如式 ３、式 ４ 所示。

ｙｉ ＝ β０（ｕｉ，ｖｉ）＋∑
ｋ

ｊ ＝ １
β ｊ（ｕｉ，ｖｉ）ｘｉｊ＋εｉ （３）

ｙｉ ＝ β０＋∑
ｋ

ｊ ＝ １
β ｊｘｉｊ ＋εｉ （４）

式中： ｘｉ、ｙｉ 分别指回归自变量和因变量；β０、β０（ｕｉ，
ｖｉ）分别是全局和第 ｉ 个样本常数项；β ｊ（ｕｉ，ｖｉ）指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个参数的回归系数，反映了不同参数对

样本影响的空间分异情况，系数正、负号分别表示参

数与空间位置的正、负相关性质，大小表示相关程度

的强弱；（ｕｉ，ｖｉ）指第 ｉ 个样本空间坐标；ｘｉｊ指第 ｉ 个
样本第 ｊ 个参数值；εｉ 代表随机误差项；ｋ 代表自变

量个数。
ＧＷＲ 回归的关键在于空间权重矩阵，一般选择

高斯函数作为空间权重函数，其表达式如下：
ωｉｊ ＝ｅｘｐ（－（ｄｉｊ ／ ｂ） ２） （５）

式中： ωｉｊ是位置 ｉ 处的观测权重；ｄｉｊ是回归点 ｉ 与数

据点 ｊ 之间的距离；ｂ 是带宽，为非负参数，表示权重

与距离之间的函数关系。
相对于核函数的选择，ＧＷＲ 模型对带宽选择相

当敏感，带宽过大或过小都会对模型拟合精度产生

影响。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选择赤池信息量准则（Ａｋａｉ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ＡＩＣ）法确定最优带宽，当模型

的 ＡＩＣｃ 值最小时，即可确定最优带宽和 ＧＷＲ 模

型［３３］。
１ ８　 数据处理

运用 ＧＩＳ 对不同时期遥感影像解译成果进行叠

加运算，进而求解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对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进行分区裁剪，导出分区成果

表，在 Ｅｘｃｅｌ 中分层次进行统计，最终汇总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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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时段武

汉城市圈内生态用地转移矩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武汉城市圈生态用地的时间演变

由表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武汉城市

圈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城市建设用地在空间上扩

张了 ２２６．３１ ｋｍ２。 从城市建设用地转移来源看，耕
地的转化量最大，为 １５０．９０ ｋｍ２，占生态用地转化总

量的 ６６． ７％；草地、水域、林地的转化面积分别为

２７．９９、２７．９９ 和 １７．５１ ｋｍ２，分别占生态用地转化总

量的 １２．４％、１２．４％和 ７．７％；未利用地转化面积较

小，只有 １．９４ ｋｍ２。 不同生态用地内部也存在相互

转化利用的情况，其中，未利用地向水域的转化面积

较大，为 ２８．１６ ｋｍ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生态用地共

转化 ６２１．１３ ｋｍ２，其中，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

利用地的转化比例分别为 ７４． １％、 ４． ７％、３． ８％、
１２．２％和 ５．２％。 生态用地不同用地类型之间相互

转换量占 ６４％，生态用地向非生态用地净转化量占

３６％。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城市空间扩张以耕地转

化为主。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耕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化的

数量很大，达 １２１９．４７ ｋｍ２，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总

面积（１５９９．９５ ｋｍ２）的 ７６．２％；林地、草地、水域和未

利用土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量分别为 １６２． ９４、
１０５．２１、１０５．２１ 和 ７．１２ ｋｍ２；除耕地外，其他生态用

地总转化量只占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总面积的

２３．８％。 不同生态类型用地内部也发了明显的转

化，最大值发生在耕地与林地之间，前者向后者转换

了 １１５３．８８ ｋｍ２，后者向前者转换了 １０２４．９８ ｋｍ２；最
小值发生在未利用地向草地的转化中，其值仅有

１．１２ ｋｍ２，草地向未利用地转化的面积也较小，只有

１． １８ ｋｍ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间， 生 态 用 地 共 转 化

５９６４．５５ ｋｍ２，其中，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

地的转化比例分别为 ５５．９％、２４．１％、４．０％、１４．０％和

２．０％。 生态用地不同用地类型之间相互转换量占

７３％，生态用地向非生态用地净转化量占 ２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

８２２．８９ ｋｍ２，其中，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

地的转化量分别为 ６００．１２、１０２．６６、５８．３０、５８．３０ 和

３．５１ ｋｍ２，各不同地类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化比例分

别为 ７２．９％、１２．５％、７．１％、７．１％和 ０．４％。 生态用地

共转化 ９８１．５７ ｋｍ２，其中，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

未利用地的转化比例分别为 ７５．３％、１１．２％、２．６％、
１０．０％和 ０．９％。 生态用地不同用地类型之间相互

转换量占１７％，生态用地向非生态用地净转化量占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ｋｍ２）
时段
Ｐｅｒｉｏｄ

地类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总计
Ｓｕｍ

减少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２９４４１．８５ 　 ９．８５ 　 １．２０ ２９７．６３ １５０．９０ ０．９１ ２９９０２．３４ ４６０．４９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８０ １７５３３．２５ ０．３８ １０．０４ １７．５１ ０．１６ １７５６２．１４ ２８．８９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１１ ８．７８ １４１４．５９ １１．４４ ２７．９９ ０．００ １４３８．３７ ２３．７８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２２．０３ ０．３９ ３．２０ ５６６０．５０ ２７．９９ ２２．１５ ５７３６．２６ ７５．７６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４３ ０．０４ １．６５ ２８．１６ １．９４ ２１０．８４ ２４３．０５ ３２．２１
总计 Ｓｕｍ ２９４６５．２２ １７５５２．３０ １４２１．０２ ６００７．７８ ２２６．３１ ２３４．０６ ５４８８２．１５ －
新增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２３．３７ １９．０５ ６．４３ ３４７．２８ ２２６．３１ ２３．２２ － －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２６１２２．５５ １１５３．８８ ７０．７８ ８６６．０２ １２１９．４７ ２６．６３ ２９４５９．３４ ３３３６．７９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０２４．９８ １６０９６．０７ １４３．１２ １０４．８９ １６２．９４ ２．０１ １７５３４．０２ １４３７．９５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４４．６１ １５５．２７ １１８２．３９ １７．９９ １０５．２１ １．１８ １４１８．３４ ２３５．９５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５９４．５３ ９１．８９ １１．２６ ５１７４．５１ １０５．２１ ３１．６６ ６００９．０６ ８３４．５５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３．２０ ３．２８ １．１２ ８４．６０ ７．１２ １１６．３７ ２３５．６８ １１９．３１
总计 Ｓｕｍ ２７８０９．８７ １７５００．３９ １４０８．６７ ６２４８．０２ １５９９．９５ １７７．８４ ５４６５６．４４ －
新增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１６８７．３２ １４０４．３２ ２２６．２８ １０７３．５１ １５９９．９５ ６１．４７ －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２７６８２．４８ １４．６４ ４．６５ １１９．４１ ６００．１１ ０．３９ ２８４２１．６８ ７３９．２０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４．９６ １７４４７．８４ １．０２ １．１１ １０２．６６ ０．１２ １７５５７．７１ １０９．８７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２．２８ ２．４４ １３８９．１７ １．９４ ５８．３０ ０．０１ １４１４．２５ ２５．０８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３５．８３ １．５０ ０．９５ ６２１７．５０ ５８．３０ １．９５ ６３１６．０２ ９８．５２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５８ ０．３４ ０．００ ４．４７ ３．５１ １７０．２５ １７９．１５ ８．９０
总计 Ｓｕｍ ２７７３６．１３ １７４６６．７４ １３９５．８０ ６３４４．４２ ８２２．８９ １７２．７２ ５３８８８．８１ －
新增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５３．６５ １８．９０ ６．６３ １２６．９２ ８２２．８９ ２．４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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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伴随着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对耕地、生态用地

重视程度的日益加强，生态用地转化总量明显锐减，
但生态用地的非生态转化率却明显提升，较初期的

３６％增长了 ２．３１ 倍。 耕地仍是该时期转化量最大

的生态地类，结合转化空间布局可知，城市周边耕地

转化为建设用地概率最大。 城市化进程加快、建成

区范围在空间上连续扩张，客观上占用了大量优质

耕地。 除耕地外，其他生态用地共转化 ２２２．７８ ｋｍ２，
转化占比为 ２７．１％。 不同生态类型用地内部转化最

大值发生在耕地与水域之间，前者向后者转化

１１９．４１ ｋｍ２，后者向前者转化 ３５．８３ ｋｍ２。 其他生态

用地类型间的转化量较小。
２ ２　 武汉城市圈生态用地的空间演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武汉城市圈生态用地空间演

变总体呈现出零星稀疏分布、全面延伸扩展、典型区

域增长的规律（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除武汉市

中心生态用地演变分布十分明显外，城市圈内其他

生态用地演变主要以零星方式散布在武汉市周边和

长江沿线；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生态用地演变分布迅

速在城市圈内呈面状延伸拓展开来；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间，由于土地利用政策宏观调控的影响，粗放式的生

态用地转化向武汉市中心城区、各市级与县级城镇

周边局部区域收缩，县级生态用地的非生态转化量

明显增加。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整体

上较为稳定，生态用地转化剧烈区主要分布在各市

中心区及其邻近周边地区，但不同城市之间差异较

为明显。 武汉市作为城市圈的中心城市，生态用地

转化最剧烈，武汉市中心和江夏北部以耕地非生态

化转化为特征，武汉市中心北部与黄陂区南部交界

地带的土地利用转型也较为明显，耕地与水体湿地

的非生态化转型比较剧烈。 武汉周边的 ８ 个城市，
生态用地转化以城镇为中心，呈点状零星分布，其
中，仙桃市的土地利用转换量较大。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耕地非生态转化面积较大，尤
其是武汉市范围的耕地非生态化转化较为剧烈，以
中心城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环状高转化地带。 这与

武汉市各个区（县）在这一时期加快经济开发区和

房地产业发展有关。 长江沿线综合了自然、人文、社
会、经济等优越的区位优势，相关生产建设活动在其

周边一定缓冲范围内集聚，耕地与其他生态用地由

于较低的成本和理想的地势，历来成为建设活动的

首选［３４］，生态用地转化自江汉平原沿长江向东绵延

形成了一个高能聚集地带。 武汉城市圈的其他 ８ 个

城市。 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也出现城市建设用地

扩张而侵占原有耕地、林地、草地和水体湿地等生态

用地的情况。 其中，黄冈市和孝感市的生态用地转

化较为剧烈，黄石市与大冶市交界处也是转化较为

剧烈的地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各地类转换空间范围扩大，以

武汉市为核心区域的生态用地转化边界向外继续扩

展，向东与鄂州交界处、向北与黄陂区交界处、向南

与江夏交界处，成为生态用地转化最剧烈的地区，大
量耕地向非生态用地转化，城区内水体的非生态转

化也较明显。 城市圈内的其他周边县（市）基本以

县城为中心，成为生态用地转化的热点区域。 这一

时期，咸宁市林地的非生态转化、黄冈市水体湿地的

非生态转化，以及红安县和麻城市草地的非生态转

化较为显著。
对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的生态用

地转化可知，生态用地转化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

势，前期转化集中在武汉市中心、江夏区北部、仙桃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Ⅰ）、２００５—２０１０（Ⅱ）、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Ⅲ）生态用地转化格局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５ （Ⅰ），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０ （Ⅱ），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５ （Ⅲ）．
ＧＤ：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Ｌ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Ｙ：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ＷＹ：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ＱＴＳＴ： 其他生态用地 Ｏｔｈ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ＦＳＴ： 非生态用地 Ｎ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ＬＸＷＢ： 用地类型未变 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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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黄梅县、新洲区、孝感市、汉川市、阳新县等稀疏

零星点状区域，城市圈内 ７０％左右的区域生态用地

转化不明显。 但后一时期生态用地转化激增，各县

市都有不同程度转化，转化呈规模化面状铺开，如距

离武汉市中心较近的新洲区，转化范围由原偏于西

南角一隅的零星点状迅速向东、向北扩散，并且连接

成片；远离武汉市中心的红安县、大悟县，由前一期

几乎转化空白至后一期迅速在全区展开，前者在县

域北部的草地转化最典型，后者在县域南部的草地

＋水域转化较为明显。
对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用

地转化可知，生态用地转化总体呈收缩趋势，随着经

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理念的深入推广以及生态红线等

政策的落地实施，生态用地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抑制。 不管是区域核心地带、区域次中心地带，还
是县城快速发展区，生态用地转化数量、转化组合结

构等都呈现出不同规模的缩减。 如位于城市圈南部

的咸宁市，由前一时期面状扩展转化迅速向中心区

域压缩收紧，除城市建设过程中非占不可的生态用

地转化利用外，其他生态用地转化得到了有效抑制；
咸宁市下辖的嘉鱼县，前一时期区内自牌洲湾向南、
以及潘家湾镇、渡普镇、新街镇、高铁岭镇等都有不

同规模转化，但后一时期仅在县城所在鱼岳镇与管

桥镇交界处有明显转化。 该区域是武深高速、县城

三环线所在地。
２ ３　 生态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探索性回归

分别以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用地非生态转化量为因变量，以 ＧＩＳ 基础信

息数据库中每个研究期前后属性指标和空间指标为

自变量，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设置自变量最小数量和最大数

量分别为 ４ 和 ６ 个，最小校正 Ｒ２为 ０．５、系数 Ｐ 值为

０．０５、最大方差膨胀因子 （ ＶＩＦ） 值为 ７． ５、 最小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Ｐ 值为 ０．１ 和最小空间自相关 Ｐ 值为０．１
进行探索性回归分析。

　 　 由表 ２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分别采用 ４ 个变量、５ 个变量和 ６ 个

变量时，不同研究时段探索性回归分析结果中合格

模型数目不同，３ 个研究时段共有 ３２６ 个合格模型。
生态用地转化是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多因素交

互作用的结果，大多数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不同变量组合的模型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生态用地转

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３２６ 个合格模型的调整 Ｒ２算术

平均值是 ０．７８，间接反映了不同变量组合的模型对

生态用地转化的解释均在 ７８％以上，最大方差膨胀

因子小于 ７．５、最小 Ｊａｒｑｕｅ⁃Ｂｅｒａ Ｐ 值和最小空间自

相关 Ｐ 值都显著大于 ０．１，说明模型解释指标不存

在共线性、回归模型残差呈正态分布、空间模式呈随

机状态，模型效果较好。
２ ４　 ＧＷＲ 模型与 ＯＬＳ 模型回归比较

在探索性回归基础上，在 ３２６ 个合格 ＯＬＳ 模型

中依据解释变量意义与区域实际、ＡＩＣｃ、Ｒ２ 等指标

的最大差值，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分别精选出第 ８６ 号、第 １６４ 号和第 １２ 号模型进

行 ＧＷＲ 与 ＯＬＳ 回归比较。
ＯＬＳ 模型结果表明，不同研究时段影响生态用

地变化的主要因素不同，模型标准化系数进一步揭

示了其作用性质和强度（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
基期乡村人口、医疗服务点数量与分布是首要影响

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时，二者分别增加 １ 个单位，
生态用地转化系数将分别减少 ０．６１ 和增加 ０．７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武汉城市圈

内道路交通、公司企业数量增加较快，二者对生态用

地变化影响显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对生态用地转

化影响较大的变量依次为 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公司

企业＞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率＞道路交通。 ＯＬＳ 模型从总

体上较好地反映了城市圈内生态用地的转化，人文

经济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

不断增大。

表 ２　 不同变量组合的探索性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研究时段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自变量总数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４ 变量
模型数
Ｍｏｄｅ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５ 变量
模型数
Ｍｏｄｅ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５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６ 变量
模型数
Ｍｏｄｅ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６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最大调整 Ｒ２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赤池信息
量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ＩＣｃ）

雅克⁃贝拉
Ｐ 值

Ｊａｒｑｕｅ⁃
Ｂｅｒａ Ｐ
ｖａｌｕｅ
（ＪＢ）

科恩可
统计量 Ｐ 值

Ｋｏｅｎｋ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 ｖａｌｕｅ
（ＢＰ）

最大方差
膨胀因子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ＩＦ）

全局莫兰
指数 Ｐ 值

Ｔｏｔ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Ｐ ｖａｌｕｅ
（ＳＡ）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３６ ６０ ４４ ３１ ０．９４ ６２３．７８ ０．２３ ０．３８ ５．６８ ０．５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３５ １３３ ３１ ３ ０．８９ ６９１．３９ ０．９７ ０．３９ ２．９３ ０．９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３４ ２１ ３ ０ ０．７８ ６９３．７３ ０．６３ ０．３６ ６．２６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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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优选模型的 ＯＬＳ 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Ｌ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

研究时段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数值
Ｖａｌｕｅ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０ 年乡村人口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０００ －０．６１∗

餐饮服务点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０．２８∗

医疗服务点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０．７９∗

行政机构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０．５０∗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２５９３．４３
调整 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８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公司企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０．２６∗

生活服务点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ｍｅｎｉｔｙ ｐｏｉｎｔｓ ０．１５
道路密度 Ｒｏａ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５５∗

水域面积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０．１５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６３３４．１４
调整 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８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２０１５ －０．４４∗

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ｏｆ ２０１５ ０．５６∗

公司企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０．４５∗

道路密度 Ｒｏａ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３６∗

截距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２４３２１．０４
调整 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７２

∗ Ｐ＜０．０１．

　 　 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和非平稳性是地

理加权回归区别于全局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的基础。
本研究 ３２ 个研究区在自然资源禀赋、人文经济基础

等方面不尽相同，如 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中心城市、次
中心城市、一般县级区域相差 ４～１１ 倍，这些差异为

ＧＷＲ 模型运行提供了现实基础。
由表 ４ 可以看出，ＧＷＲ 模型拟合效果较 ＯＬＳ

模型有 所 提 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的 ＡＩＣｃ 值分别减小 ２．８８、３．４２ 和 ０．８３，调整

Ｒ２分别提高 ０．０２、０．０３ 和 ０． ０２。 为了进一步验证

ＧＷＲ 模型回归结果在空间上的分异性，对各研究时

表 ４　 ＧＷＲ 模型与 ＯＬＳ 模型拟合效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ＯＬＳ ｍｏｄｅｌ

模型 Ｍｏｄｅｌ 指标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ＧＷＲ ＡＩＣｃ ６５６．１２ ６８２．２４ ６９９．３６
Ｒ２ ０．８９ ０．９４ ０．８０
调整 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８５ ０．９２ ０．７４

ＯＬＳ ＡＩＣｃ ６５９．００ ６８５．６６ ７００．１９
Ｒ２ ０．８５ ０．９１ ０．７６
调整 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８３ ０．８９ ０．７２

ＧＷＲ 与 ＯＬＳ ＡＩＣｃ －２．８８ －３．４２ －０．８３
模型的差值 Ｒ２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ＷＲ ａｎｄ ＯＬＳ
ｍｏｄｅｌ

调整 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２

段 ＧＷＲ 的回归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回归条件数均

值最大为 １７．７６、最小为 １０．１０，方差均值为 ０．８１，说
明回归结果稳定，不存在局部多重共线性。 局部 Ｒ２

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０．８７、０．９３、０．７６ 和 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１，说明模型局部拟合度高、局部回归效果良好。
对各区 ＧＷＲ 模型回归标准化残差进行空间自相关

分析，其 Ｍｏｒａｎ Ｉ 和 Ｚ 得分分别为－０．０２、０．０９、０．０３
和 ０．１１、１．０７、０．６０，Ｚ 得分在［ －１．６５，１．６５］，说明分

析结果在 ０．１０ 水平显著，Ｍｏｒａｎ Ｉ 值越小空间差异

越大，分析结果中Ｍｏｒａｎ Ｉ 接近 ０ 值说明残差时空间

分布呈随机模型。 ＧＷＲ 模型相关残差显著随机分

布说明其表达了因素的空间分异性，因此，ＧＷＲ 模

型相对 ＯＬＳ 模型可以较详细地分析不同因素在不

同地理位置上对生态用地转化的影响。
２ ５　 生态用地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ＧＷＲ 模型在不同研究区的回归系数不同，反映

出不同因素在不同研究区域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别。
由图 ３ 可以看出，乡村人口对生态用地变化的影响

呈现“西高东低”，餐饮服务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

分布特征，二者均与生态用地变化呈负相关关系。
乡村人口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城市圈西部位于江

汉平原，农业人口增加影响耕地面积，使生态用地非

生态化降低。 医疗服务和行政机构（如各级财政

所、金融服务工作站、村委会等）作用偏向于服务

型，其空间点位和数量对生态用地转化的影响分别

自西北向东南和自西南向东北从大到小过渡。 此时

段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西部较东部明显。
东南部的公司企业对生态用地非生态化的影响

高于西北部。 东南部位于幕阜山脉，主体咸宁市因

生态环境良好素有“武汉后花园”之称，此间经济发

展对工业用地需求由点至面逐渐扩展，银泉大道、金
桂路、十六潭路等沿线产生大量工业用地，咸宁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已落户 １ 亿元以上项目 ２４ 个，陡增的

工业用地在小区域大生态背景上凸显，指标单位变

化量对生态用地非生态化的影响是西北部的 ２．２８
倍。 学校、医药、维修、会所等生活服务因素对城市

圈西部的影响明显高于东部，单因素显著性级差近

１００ 倍。 西部由位于平原区的天门市、潜江市、仙桃

市、汉川市、应城市等组成，东部英山县、罗田县、蕲
春县、黄梅县等寄隅大别山下，服务型经济发展区域

差异明显。 道路交通对城市圈内生态用地转化影响

总体呈自东向西由高到低的规律，但区域差异不如

前述因素明显。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铁路、高速

公路、主要道路、二级道路等在城市圈内互有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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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ＧＷＲ 模型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异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ＷＲ ｍｏｄｅｌ．
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Ⅱ：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Ⅲ：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ａ） 乡村人口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 餐饮服务点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ｅ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ｃ） 医
疗服务点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ｄ） 行政机构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ｅ） 公司企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ｆ） 生活
服务点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ｍｅｎｉｔ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ｇ） 道路密度 Ｒｏａ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ｈ） 水域面积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ｉ）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２０１５； ｊ）
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ｏｆ ２０１５； ｋ） 公司企业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 道路密度 Ｒｏａ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区域差异不明显，加之分析时未对不同道路权重进

行区别，致使最大级差仅 １．５ 倍左右。 城市圈内整

体密集发达的水网在探索性回归分析中有高达

７９．７％的显著意义，水域因素区域差异呈现“西北

高、东南低”的规律。
随着城市圈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影响生态用地

转化的主要因素也变得更加复杂，人文经济因素影

响比重增加，城镇化率、ＧＤＰ 等代表区域城市化水

平和经济发展总量的指标上升为主要影响因素。 城

市化率对生态用地的影响大体呈现东尖西宽的“Ｖ”
字形横跨全区，西部平原开口处影响较大，两边幕阜

山脉、大别山脉影响较小；人均 ＧＤＰ 对城市圈内生

态用地转化影响自黄梅县、武穴市、蕲春县、阳新县

向潜江市、天门市、应城市、安陆市由高到低逐渐过

渡，公司企业对全区的影响趋势与人均 ＧＤＰ 对生态

用地转化的影响基本相似。 利用二者在各个不同区

域内的回归系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 ９９％
置信度时相关系数值为 ０．９８。 道路交通对各个区域

生态用地转化的影响差别依旧不甚明显，但总体呈

现出自西向东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 土地利用的空

间格局是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影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空间因素的单独影响及其耦合影响短期

内在小尺度范围表现明显，如道路交通因素对生态

用地转化的影响短期内主要集中分布在交通便利的

主要道路等沿线，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等所

引发的城市圈土地利用变化的极化效应在短期内往

往表现不明显。

３　 讨　 　 论

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４ 期遥感影像解译成果、官
方统计数据、实地调查数据、百度与高德地图服务等

空间大数据，精选年鉴属性指标与地图服务时空指

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索

性回归分析、 ＯＬＳ 与 ＧＷＲ 模型，对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武汉城市圈 ３２ 个县市

级区域的生态用地进行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２０００ 年以来，武汉

城市圈内生态用地演化明显，建设用地在空间上快

５９９３ 期　 　 　 　 　 　 　 　 刘彦文等：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武汉城市圈生态用地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速扩张，侵占了城市圈内大量生态用地，生态用地非

生态转化呈先升后降的倒“Ｕ”形规律，空间上呈由

点到面的扩张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生态用地非生态化总量从 ２２６． ３１ ｋｍ２ 增至

１５９９．９５ ｋｍ２，除耕地外，其他生态用地转化总量从

７５．４３ ｋｍ２增加到 ３８０．４８ ｋｍ２，净增加 ４．０４ 倍。 这一

期间的变化与武汉城市圈被国家正式设立为两型社

会实验区后，整个城市圈城市化进程的增加紧密相

关。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生态用地

转化总量从 １５９９．９５ ｋｍ２下降至 ８２２．８９ ｋｍ２，除耕地

外，其他生态用地非生态化总量从 ３８０．４８ ｋｍ２降至

２２２．７８ ｋｍ２，降幅为 ４１．５％。 这一期间的变化与经过

前期快速发展后城市建设用地需求得到一定缓解，
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受到重

视，耕地红线与生态红线保护力度加大有关。
利用探索性回归分析不同变量组合的总体拟合

效果良好，ＧＷＲ 模型对各个研究区域相对 ＯＬＳ 模

型有更好的解释力。 以各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用地非生态转化总

量为因变量，以 ＧＩＳ 基础数据库中属性和空间指标

为自变量，探索性回归分析通过模型数分别为 １３５、
１６７ 和 ２４ 个，最大调整 Ｒ２分别为 ０．９４、０．８９ 和 ０．７８。
３ 个时段分别优选第 ８６ 号、第 １６４ 号和第 １２ 号模

型进行 ＧＷＲ 与 ＯＬＳ 回归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相对

于 ＯＬＳ 模型，ＧＷＲ 模型在局部层面对不同研究期

生态用地变化影响因素的解释力更强，３ 期 ＡＩＣｃ 值

分别减小 ２．８８、３．４２ 和 ０．８３，调整 Ｒ２分别提高 ０．０２、
０．０３ 和 ０．０２。 不同研究期生态用地变化主要影响因

素不同，起初，乡村人口、行政机构（如各级财政所、
村委会等）因素为生态用地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随后，公司企业、生活服务（如学校、维修等服务业

等）因素过渡为生态用地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最
后，城镇化率、人均 ＧＤＰ 等因素上升为生态用地向

非生态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生态用地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明显，公司

企业、生活服务、道路交通等因素的数量、潜在位置

信息补充完善了生态用地演化的解释力度。 在多因

素共同作用时，同类因素在不同研究时期影响趋势

可能相同，也可能相异。 各要素影响模式总体呈逐

渐过渡的空间特征，过渡方向包括“西高东低” （如
２０００ 年乡村人口因素）和东窄西宽横向的“Ｖ”形

（如 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率因素等）分布。 武汉城市圈的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各个组成体的协调互助、长短互

补，因素空间分异间接反映了次级区域发展的支撑

优势。 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应合理权衡相互利

弊关系，并精准引导、鼓励与优势因素联系紧密的产

业优先发展，政策红线应依据各区特点尝试设定不

同临界评判标准。 城市圈内耕地是非生态化流失最

严重的土地类型之一，以区内耕地保护为例，考虑生

态溢出效应对城市圈内的长效趋同支持，可以尝试

跨区实行生态互补，将南部幕阜山脉的高效林地生

态指标与江汉平原的高效耕地产出指标宏观统一协

调，使各项指标效益最大化。 合理利用影响因素的

空间分异，有益于调控区内生态与经济共同发展，引
导圈内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均衡增长，实现城市圈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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